翁方纲书学思想研究

1、引言

翁方纲是乾隆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型书家。由于他在经学、诗学、金石考据学、书学等方面的突出的贡献，而使他成为后人研究的对象。哈佛大学的沈津先生于此作了大量系统的工作，他编写了《翁方纲年谱》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对翁方纲的著述作了研究，但大多为着眼与其诗歌理论。在书学研究方面则相对薄弱，成果主要有：徐利明先生的《“篆隶笔意”与四百年书法流变》第三章“篆隶笔意”与清代新古典主义碑学书风与本课题关系密切；王镇远先生的《翁方纲的唐人楷书论》；刘恒先生《清代书法史》中有部分章节介绍翁方纲的书学；朱乐朋先生的《翁方纲书学理论研究》及童一鸣先生的《翁方纲年谱》等。其中，徐利明先生提出的“篆隶笔意”是贯穿四百年书法流变的主线的观点可作为研究翁方纲书学思想的重要参照。刘恒先生认为 “翁方纲生当学术风气转变之时，其书法创作和书论研究都带有明显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
，此论有一定道理。王镇远先生肯定了翁氏力倡唐碑的意义，但王先生认为翁氏把唐碑溯源到王羲之而忽视了北碑的地位。刘恒与王镇远两先生的说法都有待商榷。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文将把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置于贯穿明末以来四百年书法流变的“篆隶笔意”这根主线上来探讨。“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是翁方纲书论的总则。具体而言，翁方纲主张 “以晋为宗”，但是他认为只有“以唐溯晋”，才能正本探源。同时他还主张学书必须注重汉碑，“以篆隶为本”，并肯定了北朝碑版上承隶法、下启唐楷的历史作用。就清代书学发展而言，翁方纲的书学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将翁方纲的书学与金石学结合起来研究，并对翁方纲与阮元、伊秉绶的交游作考察。同时对翁方纲泥古的师古主张作探讨，这对于当今书法创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就整个清朝而言，帖学逐渐衰微，这是不争的事实。由于金石学的兴盛、帖学的衰落，碑学的兴起成为历史的必然。乾嘉时期的书风，正处于帖学渐渐地向碑学过渡、融合的阶段。碑学作为新生事物，当然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本文将站在碑学的立场，把翁方纲的书学思想置于清代书学发展的主线里来考察其作用和地位。本文认为碑学孕育于金石学，其内容不仅是对碑版墓志、摩崖刻石、瓦当砖文等搜寻著录、考证研究及临习取法，并且包含了书法家“崇古尚朴”的美学思想，成为书学研究领域专门的学科。

对本论题的研究，笔者先从史料入手，并在查阅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后，不拘于某一种研究方法，采用思辨与实证，以及比较法、统计法、归纳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兼用互补地对有关史料进行分析和归纳。

2、翁方纲书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清代乾嘉时期，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的发展，为此时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外部生存条件。统治者所推行整理典籍的文化措施，对朴学的兴盛起了很大的作用。乾隆时期，政府历时十年之久，编成了多达7．9万多卷的《四库全书》。在此过程中，学者必须对照不同的版本和资料进行考证。承清初余绪，乾嘉时期的经学——朴学迅速发展，已经在学术界占绝对优势。训诂考据成为研究学问的不二法门，文字、金石及音韵等专门学科获得突破性进展。这对书法理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碑学理论的发展。
明代灭亡后，顾炎武、黄宗羲等认为“心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较大。因此，他们从事经学研究的同时，对经世致用及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予了着重强调。这标志着学术风气的逐渐改变。加之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与文字狱的淫威所迫，许多文人转向金石校勘学问，藉朴学以自保。朴学的附庸小学、金石学及相关学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朴学一开始便把金石碑版文字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和可信的依据。如清初的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朱彝尊著有《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黄宗羲著有《金石要例》等，为清代的金石学研究开辟了先声。乾嘉时期的学者很多均擅长金石学，金石学已蔚然成风，名家辈出，成果众多。钱大昕作为一代学术领袖，嗜好金石，辑录金石二十余年，撰有《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此外有孙星衍编有《环宇访碑记》，黄易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毕沅编撰了《关中金石记》及《中州金石记》，王昶搜罗编著了《金石萃编》等，这些都是乾嘉年间金石学研究重要成就。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翁方纲亦擅长金石考据之学，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等大量金石学著作。作为乾嘉时期重要金石学家——翁方纲的书学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另一方面，赵董书风的盛行也是翁方纲书学产生的重要背景。 康熙年间，由于清圣祖玄烨的推崇，董其昌书风笼罩整个书坛。玄烨特别爱好董字，自己也擅长写董体。当时，以书法著称的沈荃、高士奇、陈邦彦等都是董书的追随者。科举考场也流行董氏书法，如果写董字，被录取的机会更多，仕途也更顺畅。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乾隆时期。弘历则喜爱赵孟頫书，他能写一手赵体，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弘历的影响下，“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
 弘历身边的近臣如梁诗正、董邦达、董诰父子、于敏中、汪由敦等人的书法都以整齐圆润见长，在当时名满朝野。当时书风以董、赵风格为主流。这种盲目追随赵、董的风气逐渐导致帖学书风的靡弱与单调。其实，早在康熙年间董书盛行之际，已经有一些书家认识到了董书的靡弱和学董的单一。
 王澍指责学董者为“董家恶习”。
 可见，少数书家对于董书不满的现象由来已久。翁方纲批评学董书者惟以圆、美为能事，书风流于软熟；临赵书者日渐软弱，缺乏浑厚之气。因此，当时的风气为翁方纲书学理论形成的重要参照。

3 、翁方纲书学思想的成因

翁方纲书学与其性格及家庭环境颇有联系。翁氏家世素寒，
 本性质朴，在其为官生涯中，始终以谨慎、勤奋、俭朴为座右铭，以警示自己。风格即人，性格的质朴对翁方纲质厚为本的审美具有重要影响。同时，翁氏书学思想的形成深受其金石学及诗歌研究的影响 。此外，其书学思想深受欧阳修、王澍等人的影响。

3、1金石学研究对其书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乾嘉时期，学术主流是朴学。朴学的精神，一则复古，再则求实。正如梁启超所言，“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
 复汉唐之古，复先秦之古，唯古是尚。因此在当时的学术界盛行复古、求实之风。金石学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的。翁方纲年轻时就对金石学表现出极大兴趣。尽管生活贫困，他依然每晚“篝灯孜孜缀拾两汉字义。”
 翁方纲走上仕途后，依然很关注金石学，在金石碑版的收藏和研究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钱泳说：“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又邃于金石文字。”
 翁方纲自称：“予箧中汉隶拓本，殆将百种，又手自钩摹汉隶人所不易多得者，又数十种。”
 翁方纲是乾隆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当时的金石学可分为三派：一派专重考据，以碑文内容来补正经史缺误及金石制度本身的发展规律，以钱大昕为代表；一派长于搜罗著录，汇集前人考证题跋，以王昶为代表；以翁方纲为代表的另一派专门比较拓本的新旧、存字的多少、关键点画的完缺及书法特点的鉴赏。
翁氏一派在收集研究旧拓、精拓，对书家的择善取法临习影响尤深。后来大量书家收藏、鉴赏碑版石刻，多延续了翁方纲的研究特色。翁方纲致力校订金石之学，博证详稽，确然有据。凡金石碑版，翁氏一看便能断定时代。因此海内孤本名刻，藏家不远千里，登门请求翁氏鉴定，以得先生一言为重。翁氏有关金石著作甚多：诸如《两汉金石记》、《焦山鼎铭考》、《孔子庙堂碑唐本存字考》、《化度寺考》、《汉刘熊碑考释》、《苏米斋兰亭考》、《题嵩洛访碑图记》、《瘗鹤铭考补》、《汉石经残字考》、《粤东金石记》、《海东金石文字记》等。作为金石学研究的主将，翁方纲认为研究金石一方面可以考证经史，另一方面则可以研究、鉴赏书法。在翁方纲看来，考订金石能廓清书法及书体的源流发展规律，也大有裨益。翁方纲说，如果认为考订金石仅仅为研究经史，而不屑于书法，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在《自题考订金石图后》中，翁方纲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抨击：

不为书法而考金石，此欺人也。

凡考订金石者，不甘居与鉴赏书法，则必处处捃摭某条某条足订史误；金石文足订史误，固时有之，然其确有证者，若唐年号大和误太和、辽寿昌误寿隆，似此之类，则无可疑者。偶有榰拄，苟非确有证据，何以知史必非尔碑必是乎？且即以篆变隶、隶变楷以来，上下正变之概，岂易罄陈而可忽视之乎？正惟力穷书法原委而时或他有所证，    则愈见金石文之裨益匪浅也。其书极丑劣而足证史者，此特千百之一二而已。

翁方纲以为研究金石如能追溯书法的来龙去脉同时还能别有所证，就愈能显示金石研究的好处。可见，翁氏非常重视金石对书法研究价值。因此，其书学观念与其金石学研究关系非常密切。其金石学对书学影响可谓是把双刃剑，既有正面也有反面的影响。

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详记两汉金石，鉴别不爽，立论极有独见，可谓是研究汉隶集大成的权威著作，比清初的汉隶的研究更系统、更深化了。《两汉金石记》成书于1789年，此书长达二十二卷，内容包括汉碑、汉印、砖瓦文等。同时代的大学者王昶评价极高：“剖析毫芒，并且参以《说文》、《正义》，几欲驾洪文惠而上之”
  可见，翁方纲对汉隶的搜集、保存、传播、考证等方面贡献巨大。翁方纲在鉴赏研究过程中，对两汉金石碑版的书风作了详尽的评述，下面选取《两汉金石记》的跋语加以分析： 

《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是碑之书，孙北海赏其简质。予以为字画差小而遒古弥出他碑之上，不特不病于板拘，即简质亦尚不足以尽之耳。

砖文“长生未央”，未央二字在左之下，形质古朴。

《汉故王君之碑》，通体皆篆，其书状如螺扁，有先秦自然之妙。此碑其字特古质。
       

《汉故凉州刺史魏君之碑》，是碑朴实、苍劲，微以张迁碑而加之流逸，又间出以参差错落之致。

由此可见，翁方纲认为汉隶的风格以质朴、古拙为主。在研究金石学过程中翁方纲通过归纳总结，确立并强化了自己崇古尚朴的审美思想。在《两汉金石记》的序言中翁氏提出了“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的指导思想。翁方纲又强调：“书虽小道，而篆隶之后，变为正楷，汉魏之后，结为晋唐，盖一言以蔽之，质厚已矣。”

从反面来看，翁方纲的研究金石考据的学者性情及研经的道学气束缚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在翁方纲看来，经学训诂与艺术文学不是两码事，“训诂与艺文非二事”。
金石考证中分毫必较的严谨态度被转嫁至其的书学中。清代中期书法家多为学者，这一点较之以前有所不同。正如朱乐朋先生所说“中国历代书法家身份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说，晋代主要是风流名士，南北朝主要是无名匠人，唐代主要是高官权臣，宋代主要是文艺大家，元眀主要是画坛盟主，那么清代出一部分画家外，更多的是学者大儒。”
此说颇有道理。的确，书家往往为学者是清朝书法界较为明显的特点。原因盖为金石学兴盛所致，而书法与金石学又密不可分。翁方纲是乾嘉时期学者书家的代表。可以说，金石学对其书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

3、2书学思想的渊源

翁氏的书学思想受黄庭坚、赵孟坚、
 王澍等人影响较大。翁氏诗宗江西派，出入黄庭坚、杨万里之间。崇尚古质的艺术思想实际上源于黄庭坚。黄庭坚有一段著名的书论摘录如下：

然要须以古人为师，笔法虽欲清劲，必以质厚为本，古人论书，以沉着痛快为善……凡书之害，姿媚是小疵，轻佻是其大病。

翁氏继承了黄庭坚“以质厚为本”的思想，在论诗、论书时反复强调这一主张：

山谷云：‘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不第为学书者言之也。

山谷有言曰：‘以质厚为本’，姜白石曰‘离而能合’，此二语是诗文、书法之总诀也。

书虽小道，而篆隶之后，变为正楷，汉魏之后结为晋唐，盖一言以蔽之，曰质厚而已矣。”
  

夫士，以学养为归，以质厚为本，此读书立身之要言。
吾尝宝山谷二言曰：‘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三十年来，与天下贤哲论文，不出此语。

可见，翁氏认为书法虽小道，然而自篆隶发展至晋唐书法，无不以质厚为根本。无论是诗歌还是书法，在翁氏一生中皆以质厚为总论，甚至以之为立身之要言，而其中均可见黄庭坚思想深深的烙印。

王澍书入率更之室，篆法李斯，为一代名家，因此被康熙命为五经篆文馆总裁官。王澍的铁线篆影响清朝一批写篆者，如钱坫、洪亮吉等。王氏在实践上极力学古临古，在书论上厚古薄今。其论书多褒扬碑刻，贬斥法帖。尤其对清初崇董风气大为不满，斥为董家恶习。王澍推崇汉碑尤其《礼器》、《乙瑛》、《史晨》等汉碑。王澍云：

汉人隶书每碑各有一格，莫有同者，大多以方劲古拙为尚。
  

隶法以汉为极，汉隶以孔庙为极，孔庙以韩敕为极。此碑极变化，极超妙又极自然。

翁方纲也推崇《礼器》、《乙瑛》等碑，其跋《郑固碑》云：

密理与纵横兼之，此古隶第一，《礼器》第二，《乙瑛》第三，《孔宙》第四。

翁方纲称赞王澍论隶书有独到的见解：
虚舟（笔者注：虚舟即王澍）论诸书出《礼器碑》，其论隶最不直郑汝器，可谓于书道有独得者。

总体而言，王澍对翁方纲的书学有一定的影响，但翁氏对王澍的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批判，在实践上也是如此。

4、 翁方纲的书学思想要论

清代书家众多，然而人们所称四大书家不论谓翁方纲、刘墉、成亲王、铁保，还是谓翁方纲、刘墉、王文治、梁同书，而其中总少不了翁氏。由此可见，翁方纲书学思想成就之高。
 由于翁方纲对金石学的长期、深入研究，因此他对书法的书体演变、发展都有独到见解。“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是其书论的总则。具体而言，针对当时一味追慕赵、董的时风，虽然翁方纲和其他书家一样也主张 以晋为宗，但是他认为应该要“以唐溯晋”，而非以阁帖溯晋。翁氏强调了唐楷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探源。事实上，翁方纲欲以唐石刻楷书矫正法帖的不足。同时他还主张学书必须注重汉碑，以篆隶为本；并肯定了北朝碑版下启唐楷的历史作用。如徐利明先生所说，“篆隶笔意”的书法观念与书法实践，是四百年今体书法流变的内脉与主线。
 翁方纲的书学思想则是这一主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试从如下角度来探讨翁方纲的书学思想。       

4、1以楷为正，推崇唐、六朝石刻楷书

4、1、1贬低法帖，推崇石刻楷书

翁方纲主张以晋为宗，他强调晋法须具篆隶古法。他认为“右军之书，得于篆隶为多，故应从六书源头溯之。”
 “右军实原于周岐阳十鼓及汉人分隶”
。由此可知，翁氏认为晋法得之于篆隶，以晋为宗就要求今体书讲求篆隶笔意，以篆隶为本。翁氏云“以晋为宗，以篆隶为本，二语书家心印，尽具在是矣。”
翁氏主张学书须以楷书为正统，以唐楷溯晋，而不能一味地追慕宋以后的米、赵、董诸家，浅尝辄止。翁氏云：“人皆知有明一代书，结穴于董文敏，然明人书开始者当谁属？吾必推南宫生矣。如此则由董书直溯魏、晋、六朝矣，慎勿日餍董书，而至求之于米海岳、吴云壑诸老以还耳。”

翁方纲对于偏执于行草的现象大加贬斥，他认为罪魁祸首在阁帖。唐朝时，楷书艺术发展到了顶峰。宋元以后，书家多偏重于行草书，多取法《阁帖》，形成惟法帖独尊的局面，到了清初时仍然盛及一时。当时，有一些书家认为法帖尤其《阁帖》是书家的临池指南，是必备之物。如王文治云“且重摹之本（笔者注：指《阁帖》重摹本），每本必有一种胜处，自是临池家指南。后世学书者，未能精熟《阁帖》，不可与言书。”
王文治非常重视阁帖，可见风气之一斑。但是由于金石学的发展，客观上促使了书家们对此进行了必要的反思。翁方纲认为这种专务法帖及行草书的方法存在错误，而造成了清初书法风格靡弱、秀媚。翁方纲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所在：

今之高谈米法、董法者，不论真行，惟以圆美为能事。其弊渐流于软熟，乖方矩之义。

针对宋以后专务行草书的现象，翁氏云：“然即以今体书言，亦当以正书为主。”
 翁氏从正本探源的角度明确提出书法应以楷书为书体之正统，而不能以行、草书为正统。翁氏认为即使宋代的米芾于古法也仅能得大意。翁氏推崇楷书的目的在于追求魏晋古法。而由唐以上问津右军，必须从楷书开始。翁方纲认为：
自米老已专用力于行书，其于古人，分际第拈取大意，遂自谓得之矣。若虞欧以上，由萧羊而问津山阴，自必从楷书始。褚河南西堂手定右军书目，以《乐毅》、《黄庭》冠之，未有舍楷不问而专事行草者。

正因为其以楷书为正统，翁氏对法帖与墨迹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贬低。当时推崇阁帖的风气非常之盛。如王文治云“且重摹之本（笔者注：指《阁帖》重摹本），每本必有一种胜处，自是临池家指南。后世学书者，未能精熟《阁帖》，不可与言书。”
 擒贼先擒王，翁方纲对举世所尚的法帖之祖《淳化阁帖》大加批评，翁氏在其跋《淳化阁帖》中云：

法帖莫先于宋之淳化阁，乃开卷略及篆书亦无所考据。又不及隶不及楷，纯草书成编。其草书亦又无考据。世所传法帖之祖乃草草如此。

翁方纲认为法帖之祖《阁帖》字体绝大多数为行草，而忽视了篆、隶、楷，而且各种书体都缺乏相应的考据。编者态度草率，存在较大的缺陷。

为了强调楷书，翁氏甚至过激地主张墨迹也不如石刻，在跋苏东坡的《偃松屏赞》墨迹本时云：
今时鉴藏宋、元以来墨迹者，多半行草书耳，愚是以矫激而为墨迹不及石刻之论。若苏书惟《任氏乳母墓志》大楷得真，其《蜀冈裕日亭》诸作皆摹失矣。

这种过激的观点竟然出自翁氏之口，似乎令人匪夷所思。况且墨迹比石刻好是不争的事实。显然翁方纲故作偏激之论，目的在于强调石刻楷书，而并非真正贬低墨迹。在跋《孟法师碑》时，翁氏云：

据此推之，其学河南是碑当在至元二十四五年后，入直集贤前后数年间，是时松雪盛年，英敏入气，应规入矩，动与古合。吾今日乃于是碑遇之，得赵公墨迹十通，不若观此帖一遍也。此碑既不常有，而吾得见其二本，可谓幸也矣。

此处，翁方纲认为赵松雪墨迹十通不如观《孟法师碑》一遍。可谓偏激之极！此时，翁方纲41岁。但是，翁氏并非要全盘否定赵书。46岁时他说道：“其书深稳，应规入矩，奄有《圣教》、《兰亭》义法。后来仅以姿媚目文敏者，未之或知也。”
 又说“近世书家执董文敏之论，偏尚渴笔，务为沉劲。似以赵书体涉轻弱，岂知墨迹精微，无一笔不入古人之室。”

可见翁氏贬低墨迹及法帖的真正目的在于推崇石刻楷书。翁方纲主要推崇唐楷，原因在于晋楷屡经翻刻，真面目不复存在，而宋元以后的楷书又非书法的正统。至于翁氏对六朝楷书的观点下文详论。就晋楷而言，翁氏认为由于几经翻摹其笔法失真，翁氏指出：

褚河南品右军正书止《乐毅》、《黄庭》、《东方赞》三种。今则皆失其真矣。至南宋一再摹刻，遂破斛为圈，近人见余清斋所刻辄以为真迹，误也。

而宋以后以行入楷，不是楷书的传统正路。翁方纲云：

宋后或以行入楷者，目之为行楷，以致专言楷者，逐圆趋便，非楷之正也。

翁氏认为要正本探源，
 须由唐楷上溯晋法才是正途。所以他指出唐楷才是书法之正脉，宋以后的楷书则不是。
盖自结绳易书契以来至于今日则言楷法为正矣。其视篆隶之功省倍而能垂远而无疑也。楷至晋乃臻其成，至唐而博其业。宋后或以行入楷者，目之为行楷以至言楷者逐圆趋便，非楷之正也。故论楷法断以唐溯晋为正。

翁方纲推崇唐碑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唐碑原石尚在，真正可信。
晋人正楷既罕传，则言正楷者，惟于唐人遥师晋意，此千古书法之要义也         而唐碑中，只有欧阳询诸碑真正可信，可师。

综论有唐一代之书，自必以虞永兴得晋法之传矣。然虞书惟庙堂一碑，其唐石正碑又不传世。则惟泉铭，士皆童而习之而莫究其绪。今石虽泐蚀，试能觅良工以细纸淡墨精拓尚得三四，又虞恭公碑下半尚可拓之字。及今日以水净洗，拓其全文可辩者，尚二千余字，世犹趁此二碑，是即万古书法规矩准绳矣。 

翁氏推崇唐楷，也体现了他经世致用观念。在古代社会，书法的实用性占有重要地位。翁氏主张学以致用，这与他作为朝廷命官，尤其作为学政的身份有一定关系。翁方纲从实用角度肯定了楷书的价值，认为楷书可用于公私书籍，而行草书则不能。翁方纲云：
楷书既作，因之遂生行草，而行草亦不可用于公私书籍，则楷之为正，楷之为则。其视周秦已前古所用，自较为明晓，可以通行永久，其视篆隶之功，省倍而能垂远无疑也。

翁氏于理论上大力推崇唐碑楷书，而且他还精选了五十种唐碑，编著了《苏斋唐碑选》，以资后学。翁方纲欲以唐石刻楷书矫正法帖的不足，此论得到了后来的嘉道尊碑派的赞同和推崇，如阮元曾在《复程竹盦编修书》中说程邦宪“笃志欧虞，喜与鄙见相合。”
何绍基云“覃溪以唐贤大楷求《黄庭》遗巨，此真知书人语”。
 叶昌炽谓“覃溪宗门老宿，自是正法眼藏”
 评价颇高。
4、1、2肯定并强调北碑上承隶法，下启唐楷的地位
除了推崇唐碑以外，翁方纲对北朝碑版基本持肯定态度，而且主张学习六朝碑版。当时的士大夫书家对于六朝碑版贬多于褒，翁氏这种思想较为超前，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为清四家的梁同书云：

二十年前碑版中增减文字，则掌录而心识之，颇有为金石文字所未载者，此于书道无关。其中有可写者，有断不可写者，临纸定须别白，少年人见之切勿一意好奇走入魔障。

六朝碑版中增减笔画的异体字、别字现象较常见。当时小学盛行，学者对不合《说文》的现象大加批评，梁同书也不例外。梁同书认为六朝碑版与书法无关，基本上否定了它的艺术价值，并告诫后辈不可学习它以防堕入魔道。同时王文治推崇《阁帖》，其审美趋于秀美，他的《快雪堂题跋》很少品评六朝碑版，而多为法帖、墨迹题跋。显然，他对朴拙的六朝书法难以接受的。

如当时的学者一样，翁方纲对北朝碑版中异体字现象作了批判。然而翁氏从肯定了北朝碑版上承隶法、下启唐书的地位。有学者认为：“翁方纲将唐楷溯源到智永、羊欣、薄绍直至王羲之这一脉相承上去，而忽视了北碑的位置。”
此说值得商榷。首先，关于唐楷溯源的问题。翁方纲明确提出“唐人正书，莫先于虞、欧、褚三家，虞之发源在智永；欧之发源在刘珉；褚之发源在史陵。”
而其中刘珉、史陵均为北朝书家，可知翁方纲肯定了北碑重要传承作用，而并非如当时的学者一样否定它的书法价值。在唐楷的溯源问题上，翁方纲时而把虞、禇、欧全纳入右军一脉；时而又认为欧、褚源于北朝。这看似翁方纲的矛盾之处，其实恰恰是翁氏的高明之处。翁氏并不反对帖学，而是主张以碑弥补刻帖的不足。 
其次，王还说“翁方纲对北朝诸碑不无贬辞，以为至隋碑石开唐碑之端绪。”
这一说法显然不妥。在翁氏看来不仅北碑而且汉碑已开唐书之端绪。
 翁方纲是否如王先生所说忽视了北碑的位置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摘抄一些翁方纲关于北朝碑版的题跋详加论证。翁方纲跋魏《石门铭》云：

右北魏《石门铭》，碑文与书，皆非极工，特字势随石为之，无排比之迹耳。

跋《高湛墓志》云：

其书体虽草草不工，然其笔势已开初唐之渐。

跋北齐《西门君之墓颂》云：

书体与《陇东颂》相似，而此尚在其前数十年，在欧、虞两公未生之前三， 四年，上承隶意，开启唐贤，吾于此书观势焉。

跋北齐《孔庙乾明碑》云：

是碑书法在隶楷之间，实启唐人虞、欧、褚之先路。

跋北齐《朱岱林墓志》云：

是碑隶、楷虽非极工，然其发波已开欧、褚之先，惜不是书人姓氏耳。
 

翁氏推崇北碑为古今正楷一大关键，可谓大书特书。跋北齐《郑述祖夫子庙碑》云：

北齐员外郎樊逊孝谦书。碑复三尺五寸，十九行，行几字不可计，残泐存不满百，古今正楷一大关键也。

不但推崇北碑，而且翁方纲还临摹取法北碑。其跋黄易所赠北齐《齐武平六年造佛记》云：

……而其书实开褚登善之先路，北齐石刻多名迹，然造像之记书体之妙，未有逾此者矣。…… 近时精研古刻，未有如黄君小松者也，故人手拓之全本，不可剪破，故依其行次临之。

跋北齐《祁林山寺碑》云：

天保八年立，不著撰书人姓名。碑字沿隶变楷，以“勾”为“句”，以“旧”为“奋”，是六朝之习，如此不可胜举。盖“年”本从“禾”，“千”声，而千万相衍，则成于则天之时，不独唐碑笔法为之六朝也。…… 盖意欲方纲重为摹拓，以广其传。 
 

可见，翁氏再三强调北朝碑版上承隶意、下启唐楷重要作用，而并没有“忽视北碑的位置”。“正本探源”作为翁氏一贯的思想，他反复强调北碑作为唐楷重要源头，亦可知北碑在翁氏书学中的地位。从碑学发展的角度而言，如果说清初朱彝尊和王澍曾论及北碑只是片言只语，那么翁方纲的北碑理论则比他们具有更高的自觉性。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事物的发展总是由量变到质变，从朱彝尊、王澍、何焯到翁方纲，最后阮元提出南北书派论，便是由量到质的飞跃过程。翁方纲在碑学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在碑学从无到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历史发展中，翁方纲无疑是重要人物之一。

翁氏不但肯定了北碑的历史地位，而且主张学习欧褚，应溯源北碑。其有诗云：

我求欧褚法，意到齐隋间。
 

“意到齐隋间”，齐指北齐书法。可见翁方纲对北碑的关注。翁方纲在跋董其昌书法时云：

如此则由董书直溯魏、晋、六朝矣，慎勿日饜董书而只求米海岳、吴云壑诸老以还耳。

这里，翁方纲将六朝书法提升到了与魏、晋古法同等重要的高度。所谓的六朝指三国到隋统一前三百余年的历史时期，体现了翁方纲重视北碑的一贯主张。叶昌炽曾经评翁方纲“惟不喜北书”
 实属不察之论。我们说碑学发展绝非一夜形成的，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思潮是由民间书家和士大夫学者书家的共同的合力作用而形成的。碑学书法之兴，初在布衣文人之间流行。
可见，民间书家的碑学实践往往先行，但要形成气候，士大夫书家的介入和宣扬同样重要。翁方纲提出了墨迹、法帖不如石刻的理论及对北碑历史地位的肯定，无疑在士大夫文人中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为碑学的发展作了有力的鼓吹。

4、1、3推崇有隶书古意的欧阳询楷书 

在唐碑中，翁氏推崇有隶书古意的欧阳询楷书，认为欧体最为淳古，当是书体流变中的嫡传。因此由欧阳询上溯晋人为最佳法门。翁方纲专门著有《欧虞褚论》、《欧颜柳论》来推崇欧阳询楷书。

欧则特立独出，是为唐楷之正矣。然则举一欧阳而唐楷之法胥准是焉则又何必虞褚？曰虞以浑融之，褚以润泽之，故曰合二家而成一欧阳。……是以吾必悬《化度》、《醴泉》以为有唐正楷之极则也。

然则右军之嫡嗣，当别欧与颜为二派，猶之禅家有南北宗也。虽统系之，然而虞与欧兄弟也，虞与颜则祖孙也，褚于欧则兄弟之子犹子也，颜柳于欧则亲尽而不属也。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翁氏欧阳询的楷书风格能集众家之长，因此评为“唐楷圭臬”、“唐楷之极则”。欧体不但能传承晋法而且还能上接汉隶书，具有隶书古法。因此，翁氏推崇欧楷为书体流变之正脉，如翁方纲跋《虞恭公碑》云：

学者第取《房言谦碑》熟玩而深思之，则汉、 魏、晋、唐千有余年，书家之正脉，井然如指掌也。

翁方纲跋《化度寺碑》云

率更书以《化度》为第一，即合论唐贤楷书，亦推《化度》为第一。赵子固所谓于唐楷求晋法，王秋涧谓其奇古乃隶书之一变，皆书家不易之论也。

翁方纲跋《九成宫碑》云：
盖通篇皆纯是隶体之变，则珠胎玉璞之精华……

欧书以浑圆之笔为心情，而以方整之笔为为形貌，其淳古处直根柢篆隶，观斯铭者，必知其义然后为得耳。
 

欧阳询不但能写一手好隶书，而且其楷书《皇甫君碑》、《虞公》、《醴泉》、《化度》正浑而化入了隶意。因此欧阳询楷书以方整之笔为形貌，其淳古处植根于篆隶。在唐楷中，翁方纲将含有隶书古意的楷书列于首要位置，如《化度寺碑》、《九成宫碑》、《孟法师碑》等。 
这当然与翁氏求质厚的思想有密切关系，翁氏认为含有隶意的楷书古朴、质实，因而是书法之正统、准则。同时，这也对针对当时一味圆滑、秀弱书风所提出的，具有强烈针砭时风的意味。翁方纲云：

宋后或以行入楷者，目之为行楷，以致专言楷者，逐圆趋便，非楷之正也。

篆圆隶方，今楷书承隶自必以方为体。其沿宋元以后诸家不甚精诣于楷，专以行草习为流便，因谓楷宜圆者非也。
   

隶变篆之圆，而开正楷之式，后来顾米董专趋行书，渐破觚为圜矣。慎之哉！

楷承隶发展而来，故楷书应以隶书的方笔及结构的方整为法度，翁氏以为这是隶楷书体发展以来上下千年的真谛。因此，翁方纲旗帜鲜明地提出以隶意入楷，以治理靡弱之风，影响颇为深远。到嘉庆、道光以后，这种新的审美意趣成为了碑派书法的主要目标。明末以来书法多着重于追求篆隶笔意，
 可见翁氏的书学思想具在当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4、2“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的崇古尚朴的思想

乾嘉时期帖学大家王文治审美倾向于轻盈、秀美，其书法“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
 梁同书审美趋向于秀润，取法赵、董，面目甜熟。翁氏则认为学书应上溯汉、魏、六朝书法，崇尚质朴，方能正本探源。显然，翁氏与王文治、梁同书的书学思想迥然不同。

“崇古尚朴” 乃翁方纲重要的书学思想，这一思想源自黄山谷。所谓的 “质厚”其实是“朴”的一种外在表现。这和金石学的 “崇古尚朴” 宗旨是相吻合的。翁方纲 “以唐溯晋”、“欧楷贵在通隶”、“大力提倡汉隶”等的书学思想中便渗透了崇尚质朴的理念。翁方纲所著《两汉金石记》对汉隶作了详尽的剖析，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两汉金石记》的序文中，翁氏提纲挈领的阐述崇尚古朴、质厚的书学思想。

柳子厚论文之言曰，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惟书亦然。夫东汉之文，音情藻采，过于西汉，而柳子独以壮丽推西汉，何哉？有虞氏之泰尊，夏后氏之山罍，殷之著，周之犠象……灌尊，夏后氏及鸡彝，殷以斚，周以黄目，由质而文，固其势也。故曰公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黄山谷亦云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

序中，翁方纲推崇质厚，并未否定事物由古拙质朴向文采华丽进化的规律。然而这些朴实的因素却在以后“由质而文”的艺术发展规律中不断地被人为世俗的束缚所磨灭，是故尤显珍贵，尤其值得人们追求。在《两汉金石记》正文中翁氏强调古朴、浑厚及质实乃两汉金石美之所在。

《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是碑之书，孙北海赏其简质。予以为字画差小而遒古弥出他碑之上，不特不病于板拘，即简质亦尚不足以尽之耳。

砖文“长生未央”，未央二字在左之下，形质古朴。

《汉故王君之碑》，通体皆篆，其书状如螺扁，有先秦自然之妙。此碑其字特古质。
       

《汉故凉州刺史魏君之碑》，是碑朴实、苍劲，微以《张迁碑》而加之流逸，又间出以参差错落之致。

汉隶所显示出的苍劲、古拙、朴实，正是汉代人性情的真实流露。翁氏认为这才是书法的本源所在。翁方纲对此赞叹不已，甚为神往。
《范巨卿碑》，于劲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顿挫节制，神采焕发，实高出汉末皇象，梁鹄诸家之上。

《三公山碑》，参差不齐，字势长短不一，错落古劲，是兼篆之古隶也。

《鄐君开门刻字》，摩崖，托石本以存者未有古于是刻者矣。至其字画古劲，因石之势而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

汉隶浑厚而又神采焕发，质实而不乏天机自然。翁方纲的书学充满了辩证的哲理与鲜活的思想。

这种以质厚为尚的书学也体现在翁氏对唐楷评价中。他极力推崇欧阳询楷书，在于欧楷保存了汉隶遗意。翁氏在《化度胜醴泉论》中云：

故二碑（指《化度》与《醴泉》）者欧书之极也，唐人书之极也，自古以来正书之极也。或曰皆极矣，子曷为必辩之？且夫遒逸之胜朗畅，不辩可知也。故拙胜巧，敛者 胜舒，朴者胜华。西汉之文近质，故胜东汉，马史之史用疏，故胜班史。画家亦曰逸品      在神品之上，故太璞不完，胜于雕琢也，太羹不和，胜于淳熬也，五弦之琴，清庙之瑟，  胜于八音之繁会也。

“拙胜巧，敛者胜舒，朴者胜华。”“太璞不完，胜于雕琢。”这些观点充分地阐释了质厚的内涵。可知，无论隶书还是楷书，法帖还是碑版，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崇古尚朴”乃翁方纲一以贯之审美观。

翁氏“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的思想，对于扭转了当时人们一味的追慕赵、董的风气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受学者性情的影响，翁方纲的艺术思想具有几分道学家的味道。经学研究要求不嗜异、不嗜博与阙疑。学术务必求实，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翁方纲将艺术和学术混为一谈，颇为勉强。翁氏云“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
 所以艺术如学术一样也不可追求新异，必须老老实实。翁云“隶虽一艺，然可不知要也。其知要何在？曰戒嗜异而已。”
在他看来，书风要正统、古朴、质厚。显然，翁方纲忽视艺术求新求异的重要特性，可是历代有成就的书家无不重视个性与创新。翁方纲云：“书虽小道，而篆隶之后，变为正楷，汉魏之后，结为晋唐，盖一言以蔽之，厚已矣。不此之务，而百般生新，以学之欧、褚，皆不受也，况以单弱貌之耶？”
质厚当然重要，但它不可能替代书法的创新。显而易见，翁方纲的书学思想深受其学术的羁绊。由于受学术的影响，翁方纲书学思想走向了一个误区，这也主要表现在师法古人的观念上。这可以《兰亭序》题跋为例。
4.3从《兰亭序》题跋看翁方纲斤斤必较的临古观

翁方纲一生题跋过许多版本《兰亭序》法帖,从其题跋可以了解他斤斤必较的临古观。翁方纲主张临摹古人要神形兼似，甚至要求毫厘必似。无论真行草各体，都须依照原帖的用笔，格局及位置，不能有差异。否则，就不算是临摹，而是杜撰。对于临摹而言，当然神形兼似最好，但如果过份斤斤计较，势必因小失大，甚至忽视自家的性灵和精神。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题跋来了解翁方纲一笔不苟的临摹方法。翁方纲在跋自己初临落水《兰亭》本时云：

此是初见落水本。急于临写，不暇覆纸其上取影，而先用旧日所临陈伯恭藏定武本之底样为影临写之。

翁方纲跋《自临兰亭落水本底样》云：

此本以极明净之油素响拓为之，终觉字画太肥阔耳，估存以作异日对校之准式也。

翁方纲跋自临《兰亭》本云：

辛丑春，得见赵子固落水真本，曾借至家中一月，不看文字，不接宾客，静心对之，至忘寝食，亦尝手临一本，刻于会稽山阴右军修禊处，今冉冉将二十年矣。

可见，翁方纲所谓的临摹实际上主要为硬黄响拓方法。翁方纲临摹的手段极其讲究，态度极为恭谨，以至于花了近一月才临完一本《兰亭》。问题如果把此法当作唯一的方法，就会狭隘。这种态度趋近于泥古，这无疑会遏制艺术创造力，影响书法创新与个性发展。

再看看翁氏对待他人临古的态度。对前人的《兰亭》临作，翁方纲颇为挑剔，就连褚遂良的摹本也颇有微辞，认为其摹本“己意多而古法少”。这种敢于怀疑的态度非同凡响。翁方纲跋《董文敏背临兰亭卷》云：

文敏背临《兰亭》，乃纯以及已行之，尚嫌褚临本过于刻画邪？实则褚临本即觉己意多而古法少矣。吾尝宝文敏言“诗、书画家成名后，不复摹仿，或多杜撰。”此吾辈午夜钟声也。

翁方纲跋《海宁陈遯翁临兰亭本》

岂有临《兰亭》而“崇”之三点、“带”之四直、“亦”之四点皆不留意者？定神龙诸派之审，更不须详说矣。

临摹必须留意，不准确的临摹只能称为抄书。翁方纲跋《姜苇间临兰亭本》云：

右苇间临兰亭，自题云定武本，然其中“韵”“崇”冲“兴”“盛”“亦”“揽”诸字皆与定武本不同，想是背写非临摹耳。

一直到嘉庆十六年，七十七岁高龄的翁方纲仍坚持这种斤斤必较的临古。在跋《重摹赵文敏五子损本卷兰亭》时，对赵孟頫所临的《兰亭序》专门作了一段附记加以批评：

赵临《兰亭》附记。

“在”字起二笔，误。

“于”字、“集”字，上横皆改弯笔，误。

“阴”右捺原本锋长，而此损本后拓尤长，此临作蓄势不放，误。

“群”顶，定武本侧下，则未合。

“贤”左“臣”之下笔，非平横也。临误。

“崇”“山”头误，三点误，下直又误。此一字凡三误。
……

诸如蟹爪针眼丁形之类，其他随手伸缩，不准原迹者，不可枚举。似此则“崇”                  “山”何必傍挂。因向诸字，何必大书，直是另写一通，何谓临写？

愚最不服，临古帖以不似为得神，形之不似，神于何似，则冯承素辈，可不依茧纸之样。即定武原石，先不可信矣。舍坦途弗率，而侈言凌躐，此今日学者之大患也，岂止书法哉？

对待赵孟頫《兰亭》临作，翁氏照旧苛刻，对每一行、每一字、甚至是每一个点画都与《定武本兰亭》进行严格比较，并挑出许多差距。赵临《兰亭》被翁氏批得体无完肤。翁方纲最后讽刺道这只能算作另抄了一通。这多少显得有些僵化、学究气。翁方纲到了暮年还坚持丝毫不差临摹，把临本当作复制，可见其泥古的态度，难怪包氏讥评翁方纲书法无一笔是自己的。
 试想如果真要求与原迹一模一样，除了复印以外，谁的临摹也无法达到这种标准。恐怕连王羲之自己也办不到。况且对于成熟的书家，临摹是否还应该斤斤必较呢？米芾在壮岁以前“集古字”，的确经历了实临阶段，但中岁以后则多意临，从其所临《中秋帖》我们可以领悟其旨趣所在。可见，翁方纲似乎忽视了更重要的临摹手段——意临。意临法尤其为进入开拓性创作层次的书家常用之法，以这种方法临帖，可以有意识的掺入临帖者的兴趣发挥，可表现出一定的偏向性。其主要特征是不斤斤计较具体某个字的结体、点画的相象程度，而重在灵活运用其总体规律。此时可对范本做一定程度的取舍，对自己特别感兴趣、有心得的成分进行强化、发挥，而对某些与自己兴趣不尽合拍的成分做一定程度的减弱、舍弃或改造。
意临是临摹的较高阶段，也是自成一家的必经之途。

翁方纲一直到晚年都固执的坚持斤斤必较的临摹。这与其学者性情有关。翁方纲作为有清一代鉴赏家，博证详稽，影响较著。或许鉴定的精密、严谨思维习惯禁锢了翁氏师古艺术主张。

当然，翁方纲偶尔也提出师心问题，却未能一以贯之。
自言书法法安出，

我师我心非彼能。

自本心来乃心画，

崛奇开阖岂能称。

我们说，翁氏也认识到了艺术要师心，要创新。翁氏甚至提出了“世间无物非草书”的著名理论。但是，其书学理论受到学究气的深深制约，对其书法实践相当不利。“即此一学隶书之事，严与考订经传之心同一兢兢焉，勿驰勿贰也。”
 学隶书与考订须同一严谨，由此可见一斑。这是翁方纲书学思想的局限所在。尽管如此，翁方纲在当时的影响却不可忽视。
5.翁方纲书学思想的意义

就翁方纲个人而言，风格即人，其书学对其书法实践影响较大。由于推崇石刻楷书，翁氏书法深得碑法和金石气，其风格与梁同书、王文治迥异。叶德辉认为清四家中，“诸家惟翁有碑法，余皆帖也。”
 李祖年评价翁方纲书法“深得金石气”。
王潜刚称赞翁方纲的题跋书法“惟题识于碑帖之后，无论真行大小，无不雅训精妙，盖得于金石意味者深矣。”
翁氏推崇唐楷影响显著，加之道光初期适应道光帝订正字体的意图，形成了“率更贵盛于嘉道”
 的局面。何绍基云：“而自覃溪、春湖两先生表彰庙堂，致学者翕然从之。”
其中，较著者为翁氏的学生吴荣光，被康有为盛赞为“其书为吾粤之冠。”
 翁方纲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在于他推崇唐碑，遏制了清初书坛赵董书风，开启了乾、嘉崇唐学欧之风。

翁方纲崇尚石刻，肯定北碑的重要地位。翁氏与毕沅、黄易、阮元等人一道推动并促成了金石学——碑学的兴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翁方纲书学中已具有碑学思想萌芽，在碑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在帖学与碑学的转换过程中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同时代阮元的《南北书派论》是金石学、碑学积累到一定高度后必然爆发的产物，而这种爆发是在翁方纲等学者、书家构建的庞大的金石学基础上的顺势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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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据清乾隆之嘉庆间著者手稿本影印本）

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影印道光丙申开雕本，沈云龙主编 ，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

清·翁方纲《苏斋笔记》（无穷令神习文库藏本）

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石刻史料新编之十） 

清·翁方纲《苏斋笔记》（日本古典刊行    昭和八年）

清·翁方纲《复初斋诗集》（清嘉庆刻本）

清·翁方纲《石经残字考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清·翁方纲《焦山鼎铭考》（清乾隆38年刻本） 

清·翁方纲《粤东金石记》（石州草堂刻本）

清·翁方纲《苏米斋兰亭考跋卷》（南京图书馆藏稿本）

清·翁方纲《建初铜尺考》（清嘉庆刻本）

清·翁方纲《翁覃溪手札墨宝不分卷》（明国十二年文明书局石印本）

清·翁方纲《瘗鹤铭考》（清光绪34年刻本）

清·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清道光吉林英和刻本）

清·翁方纲《隶韵考证》（清嘉庆14年司克当刻本）

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民国五年上海同文图书馆石印本）

清·翁方纲《化度寺碑一卷》（朱挹芬石印本）

清·翁方纲《苏斋丛书》（乾隆至光绪间刻本）

清·王昶撰、毛庆善编：《湖海诗人小传》（嘉庆刻本）

清·王文治《快雪堂题跋》（广智书局校印）

清·伊秉绶《留香草堂诗集》（广州：秋水园，1814年）

清·钱泳《履园从话》（述德堂藏书，清道光三年虞山钱氏刻本）  

清·阮元《揅经室集》（清道光三年阮氏文选楼原刻本）

清·阮元《揅经室集》 （中华书局，1993年）

清·梁章鉅《退庵金石书画跋》（台北汉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72年）

清·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据著者手定底稿本影印  台湾文海出版社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85册》）   

清·叶德辉《郋园山居文录》（台湾 ，文海出版社）

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嘉庆18年刻文本）

叶昌炽《语石》（中华书局，1994年）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 

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北京，1984年）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徐利明《五体临帖示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 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徐利明《“篆隶笔意”与四百年书法流变》（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

徐利明《明清书法的潮流转向及其书史意义》（文物出版社，《书法丛刊》，1992年，第2期）

薛永年《蓦然回首》  （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  

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沈津《翁方纲年谱》（台湾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

孙洵《清代干嘉学派与书法》（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1996年）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宇野雪村《中国书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  

《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历史文脉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岭南书学研讨会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中国法帖全集》（启功.王靖宪主编, 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

在古代临摹兼有两种功用，其一是作为学习书法的方法；其二作为传播法书的手段。由于翁方纲作为鉴赏家及书家双重身份，在解读其临摹主张时可分两种情况来作分析。首先，从传播学的角度，翁氏主张临摹酷求形似和神似是必要的。在没有影印技术的时代，临摹是传播法书的最有效途径。真迹往往只有一件，要化身千万得以广泛流传，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摹拓。唐太宗得到《兰亭序》真迹后，即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政道、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分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及近臣。宋以后流行的刻帖都经过摹拓上版后制作而成的。到了清朝，刻帖已非常之多，由于不断翻刻，鱼目混珠，真假优劣，难以辨认。当时，学习书法的范本以刻帖为主。许多刻帖一翻再翻，已面目全非，导致笔法失真，古法失传。翁氏认为当时书风的衰落就与刻帖的翻摹失真有关。鉴于此，翁氏认为临古必须形神兼似，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合情合理的。翁氏在致铁保的书札中云道：

        惟是临写旧帖与自作书法不同，昔日尝与尊大人详言之。大约鄙见临帖无论真行草各体，皆宜确依其原本大小格局、行次位置、以及笔划之平直、阔狭、疏密、浓淡，悉照原势，无少差异，而后运之神骨是为传古人精神，亦所以发露自己功候耳。今得展观诸临本，以如此之神味，既皆仿古成卷，而不依古人之行次间架，则与自己偶书无异。诚恐观者因有后跋，遂举以此定诸帖之评，则于艺林流传所关非细。

铁保临帖后欲请翁氏作跋赞美几句，结果翁氏拒绝了他，理由是其纯以己意临摹旧帖。铁保是当时的名家，翁氏同样非常较真，可见翁氏的临摹主张十分明确。翁氏担心一旦此种临作流传后，学书者因有其跋而以此为法帖准则，这对于法书的流传所关非小。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阁帖一翻再翻、形神全失造成书法衰落的后果，考虑到其考据鉴赏家的身份，就能理解翁氏主张临摹形神兼似的良苦用心了。

其次，从学习书法的角度，
� 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    114页  1999年   江苏教育出版社


�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 姜宸英云：华亭书法轻薄，摹仿顿时古意。见姜宸英《湛园书论》  陈奕禧云：余亦不满华亭，尝摘其败处，不免残懦不振之病也。见陈奕禧《绿阴亭记》（转引刘恒《清代书法史》第64页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


� 王澍《论书剩语》云“自思白以至于今，又成一种董家恶习矣。一巨子出，千临百模，遂成宿习。”（清咸丰九年王劭曾四川刻本）


� 沈津  《翁方纲年谱》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02年 第13页“翁方纲十六岁丧父，随母寄食于外公家，家境贫寒。后二年，外祖卒。之后先生奉母居巷西小屋二间以居，益困乏矣。”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第7页 东方出版社  1996年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  第685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


� 钱泳《履园从话》卷六  述德堂藏书，清道光三年虞山钱氏刻本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  第678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


� 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梁启超《清代学术概      论》 第53页 东方出版社  1996年）


� 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卷6   第281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


� 王昶撰、毛庆善编：《湖海诗人小传》卷十五 《翁方纲》


� 翁方纲 《两汉金石记》    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石刻史料新编之十  第7322页


� 同上     第7275页


� 同上     第7404页


� 同上     第7433页


� 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   第143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  稿本影印本   第九册    第2407页


�  朱乐朋 《翁方纲书学理论研究》（未刊）    第9页  笔者注：此根据南北朝石刻遗存的量大种类多得出的印象。此时小朝廷多，政局混乱，文人墨迹难存也。又无名匠人所刻有众多出自文人之笔。


� 赵子固论唐楷，以《化度》、《九成》、《庙堂》三者为最上，若《孟法师碑》其必同斯品者矣。见翁方纲《集外文》  第三卷   第96页  转引自沈津  《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 黄庭坚《山谷老人刀笔》卷四  转引自《中国书法全集 ·黄庭坚》 第455页 荣宝斋出版社  2000年  


� 翁方纲  《丁受堂字说》   《复初斋文集》      第419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


� 翁方纲 《丁受堂字说》   《复初斋文集》      第419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     石印本    第26卷   第8页  民国五年 上海同文图书馆


� 翁方纲 《三元诗序》     《复初斋文集》      第144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


� 翁方纲 《贵溪毕生时文序》 《复初斋文集》    第189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


� 王澍《虚舟题跋补原》    丛书集成续编 史部  第74册  上海书店


� 王澍《虚舟题跋》     第534页    丛书集成续编 史部  第74册  上海书店


� 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第59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  第86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   	


�翁方纲致力于欧阳询的《化度寺》，结体则取法虞世南《孔祭酒碑》。沙孟海说：“王澍写这一体最好，翁方纲是用王澍的方法去学晋唐人的。”� 是颇有见地的。


�  近人刘承幹（1882－1963）云“大兴覃溪翁先生，以碑版题跋之学震烁当世，藻鉴家倚为斗极，今尚流风未沫也。工书法，尤是奔走海内，虽诸城之雄厚，丹徒之华润，钱塘之秀挺，艺林次其高下，称翁刘王梁，翕然无歧声。” （见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  第2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徐利明《“篆隶笔意”与四百年书法流变》第35页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2年


� 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手稿本影印本  2卷  第270页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 手稿影印本  第二册 第366页


� 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手稿影印本  2卷  第366页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石印本  32卷    第4页  民国五年 上海同文图书馆


� 王文治《快雪堂题跋》    第1页   广智书局校印


� 翁方纲 《苏斋笔记》  卷十四    古典刊行  昭和八年


� 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石印本25卷  第8页   民国五年 上海同文图书馆


� 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   第357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王文治《快雪堂题跋》    第1页   广智书局校印


� 翁方纲 《苏斋笔记》  卷第十四  古典刊行  昭和八年 


� 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  手稿本影印本    第十二册  第3405 页


� 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  手稿本影印本    第一册    第42页


� 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  手稿本影印本    第一册    第1347页


� 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  手稿本影印本    第一册    第772页


� 翁方纲 《苏斋笔记》  卷十五    古典刊行  昭和八年


� 翁方纲 《苏斋笔记》卷第九    无穷令神习文库藏本


� 无论是书法还是诗歌，正本探源是翁氏一以贯之的艺术思想。翁方纲诗法论云：法之立，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源也。有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者，此法之穷形尽变也。杜云：“法自儒家有，”此法之立本者也；又云“佳句法如何”此法之尽变者也。夫惟法之立本者，不自我始之，则先河后海，或原或委，必求诸古人也。夫惟法之尽变者，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见翁方纲《复初斋文集》  第330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





� 翁方纲 《苏斋笔记》   卷第十三 古典刊行  昭和八年刊 


� 翁方纲《苏斋笔记》    卷十四    古典刊行  昭和八年刊


� 翁方纲《苏斋笔记》    卷十四    古典刊行  昭和八年刊   


� 翁方纲 《苏斋笔记》  卷第十四  古典刊行  昭和八年刊 


� 阮元《揅经室三集》  卷一    转引自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第508页  黄山书社1996年


� 何绍基 《东洲草堂文钞》据著者手定底稿本影印  第435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   


� 叶昌炽 《语石》     第430页      中华书局  1994 年     


�  梁同书《频罗庵遗集》  卷十三 第12页


�  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之《翁方纲的唐人楷书论》第508页  黄山书社 1996年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石印本   二十一卷  第7页    民国五年 上海同文图书馆


� 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之《翁方纲的唐人楷书论》第508页    黄山书社 1996年 


� 翁方纲跋汉《范式碑》云：“后来欧阳率更书法之密，笔笔皆从此碑得之，非深求汉唐之续者，未易语也。”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石印本   二十卷  第12页  翁方纲跋汉《夏承碑》云“盖是碑上承篆籀，下开正楷，为古今书道一大关键。”（《复初斋文集外文》第4卷  第6页 ）今就汉隶以求唐楷之正脉，则《礼器碑》，禇也；《孔庙碑》，虞也，《郑固碑》，欧也；《鲁峻碑》，颜也。若合六朝诸家以求津逮，则虞法惟智永《千字文》而已。欧法虽有姚秦《金像铭》特出宋人重刻，非真迹。独孔庙北齐《乾朝元年碑》残泐之余，存者仅百许字，而承隶、正楷之法具备。愚意直欲断定此碑是北齐三公朗中刘珉所书也。禇法源远流长，指不胜屈，以愚所见无过于《龙门山磨崖古验方序》，《常丑奴墓志》二种矣。” （《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第162页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2年 ）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石印本 21卷  第3页   民国五年 上海同文图书馆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著者手稿影印本 12册  第4320页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著者手稿影印本    第3174页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石印本 21卷  第5页  民国五年 上海同文图书馆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石印本 21卷  第6页  民国五年 上海同文图书馆


� 见上海图书馆藏善本，转引自《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第95页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2年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著者手稿影印本 14卷  第3914页


�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石印本 21卷  第5页   民国五年 上海同文图书馆


�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卷二   第150页     人民出版社   1959年


�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七十卷》稿本 藏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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